
1274  2019 年 . 第 34 卷 . 第 11 期

青藏高原河流输沙量变化与影响

张  凡1,2*    史晓楠1,2    曾  辰1    王冠星1    陈  瑶1    王  莉1    张宏波3    余钟波4 

1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环境变化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北京  100101

3  中国农业大学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北京  100083
4  河海大学 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98

摘要    青藏高原是亚洲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为下游 20多亿人民提供宝贵的水资源。河流输沙量与径流量

相比被认为是对气候及地表过程变化反应更敏感的河流变量，是量化区域土地退化及土壤资源变化的重要指

标。研究选取发源于青藏高原的 8 条主要河流，包括叶尔羌河、疏勒河、黑河、雅鲁藏布江、怒江、黄河、

长江、澜沧江，开展其河源区或上游输沙量变化研究。首先探明了青藏高原主要河流径流量和输沙量的总

体水平及空间差异；进而分析了近几十年来（1960—2017年）河流输沙量的变化特征，结合气候（气温、降

水）和地表过程（冰川、冻土、植被覆盖）要素解析了影响输沙量时空变化的主要因素，探讨了影响青藏高

原河流输沙量变化不确定性的多因素作用机制；最后通过典型案例阐明了河流输沙量变化对高原生态环境及

水利工程安全的重大影响，从而为进一步开展青藏高原河流输沙量变化机理研究提供了基础。目前，水文气

象资料稀缺是认识青藏高原河流输沙过程的重大挑战，亟待开展、加强观测与模拟研究，为青藏高原水土资

源可持续利用以及下游的水安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服务于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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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水塔”的变化
Change of Asian Water Tower

1 青藏高原河流输沙量研究的重要意义

青藏高原是亚洲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为下游

20 多亿人民提供宝贵的水资源[1]。水是生命之源，土

是生存之本。水土资源为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发展提供

给养，然而流走的水土资源（即水土流失）对区域生

态环境以及下游的水环境、水安全产生负面的影响。

河流输沙量相较于径流量而言对气候和地表过程的变

化更敏感，是量化土地退化及土壤资源减少的重要指

标，也是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路径[2]。阐明近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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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青藏高原主要河流输沙量的变化与影响，可为青藏

高原水土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科学管理以及下游的水环

境、水安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评估河流泥沙变化与影响，一直是相关学科研究

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已经在世界多条大

江大河中开展相关研究[3-9]。Walling 和 Fang[2]对全世

界 145 条主要河流的输沙量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发

现近一半河流的输沙量显著减少（47%），主要原因

是水库拦蓄的作用；另一半河流泥沙无显著变化；只

有 7 条（5%）河流的输沙量呈增加趋势。其中输沙量

无显著变化的河流并不能说明其气候环境无变化，也

有可能是因为气候和环境变化的正、负反馈相抵的结

果。Walling 和 Fang[2]认为，气候变化对河流输沙量的

影响证据仍十分有限，开展相关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可以提高人类活动影响的辨识度。

据估计，全球入海的泥沙约有 1/3 来自青藏高原及

其周边地区的大河[10,11]。因此，青藏高原的河流不仅是

重要的水源，同时也是重要的海洋泥沙输移介质。近

年来，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大河，如黄河、长江、

印度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澜沧江

（湄公河）等河流的泥沙问题受到持续关注。然而，

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河流下游或入海口处，对于青

藏高原出山口输出的泥沙量及其变化趋势尚不清楚。 

本研究选取青藏高原主要河流，包括内流河叶

尔羌河中上游（卡群水文站以上，简称“叶尔羌河

源”）、疏勒河上游（昌马堡水文站以上，简称“疏

勒河源”）、黑河上游（扎马什克水文站以上，简称

“黑河源”），印度洋水系的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奴

各沙水文站以上，简称“雅鲁藏布江源”）、怒江上

游（道街坝水文站以上，简称“怒江源”），以及太

平洋水系的黄河源区（唐乃亥水文站以上，简称“黄

河源”）、长江源区（直门达水文站以上，简称“长

江源”）、澜沧江源区（香达水文站以上，简称“澜

沧江源”），开展输沙量变化与影响研究。这些河流

的流域范围及其空间分布如图 1 所示，而图 2 则展示

了各流域的土地利用信息。本研究对比了河流输沙量

的空间特征及其近几十年来（1960—2017 年）的变化

及趋势，从多因素影响的角度分析了输沙量变化的不

确定性，并指出河流输沙量变化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

及水利工程安全的影响。

图 1    青藏高原 8 条河流流域范围及地理空间分布
包括内流河叶尔羌河源、疏勒河源、黑河源，印度洋水系雅鲁藏布江源、怒江源，以及太平洋水系黄河源、长江源、
澜沧江源；所示水文站数据用于计算各流域径流量和悬移质输沙量，气象站数据用于计算各流域平均气温和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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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藏高原河流输沙量概况

土壤圈层是连接岩石圈、水圈、

大气圈和生物圈的关键界面。青藏高

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其土壤发育

较差、土层薄、风化程度较低 [12]。土

层一经破坏极易造成生态环境的迅速

恶化，给高原人口的生存、发展造成

损失。河流输沙量是量化区域土壤资

源减少及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指标。

为总体认识青藏高原水土流失情况，

本文统计了 8 条主要河流的多年平均年

径流量和年输沙量。表 1 列出了青藏高

原出山口水文站、数据年限及流域面

积等信息。这 8 条河流平均每年从青藏

高原输出的径流总量为 1 179.2 亿立方

米，输出的悬移质总量为 1.099 亿吨。

按照流域平均年降水量排序，依次为

怒江源>澜沧江源>黄河源>长江源>黑

河源>雅鲁藏布江源>疏勒河源>叶尔羌

河源；按照平均年径流量排序，依次

为怒江源>黄河源>雅鲁藏布江源>长江

源>叶尔羌河源>澜沧江源>疏勒河源>

黑河源；按照平均年悬移质输沙量排

序，依次为怒江源>叶尔羌河源>雅鲁

藏布江源>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

疏勒河源>黑河源。

为了消除流域面积差异的影响，计算了各流域多

年平均年径流深和年输沙模数（图 3）。按照平均年

径流深排序，依次为怒江源>澜沧江源>黄河源>雅鲁

藏布江源>黑河源>叶尔羌河源>长江源>疏勒河源；

按照平均年输沙模数排序，依次为叶尔羌河源>疏勒

河源>怒江源>黑河源>澜沧江源>雅鲁藏布江源>黄河

源>长江源。对比 8 个流域的径流深和输沙模数，长

江源是径流深和输沙模数都较小的河流，叶尔羌河

源、疏勒河源、黑河源相对属于水少沙多的河流，澜

沧江源、黄河源、雅鲁藏布江源的水、沙处于相对

均衡的中等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怒江受数据获取的

限制，控制站选择的是位于海拔较低的街道坝站（海

拔 670 m），其降水量、径流深和输沙模数均较高。

下面对两类情况展开讨论：

图 2   青藏高原 8 个流域的土地利用分布图
除叶尔羌河源和疏勒河源外其他流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均为草地；各流域未
利用土地占比排序为叶尔羌河源 > 疏勒河源 > 怒江源 > 雅鲁藏布江源 > 长江
源 > 澜沧江源 > 黑河源 > 黄河源；冰川占比排序为叶尔羌河源 > 疏勒河源 >
黑河源 > 长江源 > 怒江源 > 黄河源 > 雅鲁藏布江源 > 澜沧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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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源水少沙少。由于流域平均气温较低

（−1.28℃），冰冻期长，排水不畅，冰川消融不强

烈[13]，导致流域的径流量相对较小。该流域虽然海拔

高，但内部地势平缓，分布着大面积的沼泽、湖泊、

湿地等，是 8 条河流中水域面积占比最大的河流，也

是冻土面积占比最大的河流（约 96%），泥沙源供应

受限以及流域内部的沉积存留是造成输沙模数较低的

主要原因。 

（2）叶尔羌河源、疏勒河源和黑河源水少沙

多。这 3 条河流均属于内流河，其中叶尔羌河源和疏

勒河源的降雨量少，属于干旱区气候，然而由于冰川

面积占比较大，冰川融水径流补给作用大。研究表

明叶尔羌河冰川融水补给占比 50% 以上[14-16]。此外，

这 3 条河流两个共同点是河道坡降陡（表 1）和流域

内未利用土地面积占比大、草地面积占比相对较小

（图 2）。陡的河道坡降使得水流侵蚀和输沙能力增

强，相同的径流量携带的泥沙更多；而未利用土地主

要包括沙地、戈壁、盐碱地、沼泽地、裸地等植被覆

盖度低的土地。特别是叶尔羌河源和疏勒河源未利用

土地占比将近流域一半的面积，低覆盖度的地表为侵

蚀提供丰富的沙源，在周期性的冰川洪水作用下进入

河道向下游输送[17]。

相关性分析显示，径流深与降水量和流域多年冻土

面积占比相关性最高，其中与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与

流域多年冻土面积占比呈显著负相关；输沙模数则与流

域冰川面积占比、径流深、流域草地面积占比、河道坡

度和气温相关性较高，其中与流域草地面积占比呈显著

负相关，与上述其他因子呈显著正相关。各流域径流深

与降水量和流域多年冻土面积占比的对比、输沙模数与

径流深和冰川面积占比的对比（图 3）显示：① 多年冻

表 1    青藏高原主要河流及水文站基本信息

河流 水文站 经度 纬度 海拔（m）
流域面积
（103 km2）

河道坡降（%）
年径流量
（10 m³）

年输沙量
（105 t）

数据年限

叶尔羌河源 卡群 76°54′E 37°59′N 1 450 50.2 0.488 67.9 321.0 1960—2017年

疏勒河源 昌马堡 96°51′E 39°49′N 2 112 11.0 0.616 10.1 34.9 1960—2016年

黑河源 扎马什克 100°07′E 38°13′N 2 810 5.0 0.697 7.6 12.3 1960—2017年

雅鲁藏布江源 奴各沙 89°45′E 29°18′N 3 720 106.1 0.187 174.3 127.8 1960—2017年

怒江源 道街坝 98°53′E 24°59′N 670 110.2 0.244 540.9 347.4 1964—2011年

黄河源 唐乃亥 100°12′E 35°34′N 2 770 122.0 0.104 201.5 119.9 1960—2017年

长江源 直门达 97°13′E 33°02′N 3 546 137.7 0.164 132.1 98.9 1960—2017年

澜沧江源 香达 96°32′E 32°09′N 3 674 17.8 0.251 44.8 36.8 1960—2010年

图 3     青藏高原 8 条河流多变量对比图
（a）年径流深与降水量和多年冻土面积对比；（b）输沙模
数与径流深和冰川面积占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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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面积占比相对较小的叶尔羌河源、雅鲁藏布江源、黄

河源、澜沧江源、怒江源径流深较大，且呈现降水量越

大径流深越大的模式；② 多年冻土面积占比较大的长

江源、疏勒河源、黑河源径流深较小，且呈现多年冻土

面积占比越大径流深越小的模式；③ 冰川面积占比较

小的长江源、黄河源、雅鲁藏布江源、澜沧江源、黑河

源、怒江源输沙模数较小，且呈现径流深越大输沙模数

越大的模式；④ 冰川面积占比相对较大的叶尔羌河源

和疏勒河源输沙模数较大。 

决策树分析结果也体现了类似的规律。① 对于径

流深而言，其首要影响因素为降水量，二者之间呈正

相关，降水量越高径流深越大；其次要影响因素为流

域内多年冻土面积占比，二者之间呈负相关，多年冻

土面积占比越高径流深越小。② 对于输沙模数而言，

其首要影响因素为流域内冰川面积占比，二者之间呈

正相关，冰川面积占比越高流域输沙模数越大；其次

要影响因素为径流深，二者之间也呈正相关，径流

深越大则流域的输沙模数也越大。尽管 8 条河样本量

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造成分析结果的不确定性，但上述

统计分析均显示高原河流输沙受到地形地貌、气候条

件、土地利用等多因素的影响。

3 青藏高原河流输沙量变化特征

表 2 列出了 8 条河流气

温 、 降 水 量 、 径 流 量 、

输沙量的年际变化  M a n n –

Kendall 和 Pettitt 显著性检验

结果。分析结果表明：8 个

流域的气温均呈显著增加趋

势，其中澜沧江源升温速

率最高（0.5℃ /10 a）外，

其他  7  个流域的升温速率

在 0.3℃/a —0.4℃/a 范围内

变化。3 条内流河（叶尔羌

河、疏勒河源、黑河源）的降水量在 α=0.01 水平上呈

显著增加趋势，长江源的降水量在 α=0.05 水平上显著

增加，其他 4 个流域的降水量变化在统计上不显著，

其中雅鲁藏布江源、怒江源和澜沧江源的降水量呈微

弱下降趋势，而黄河源的降水量呈微弱上升趋势。对

于径流量和输沙量，3 条内流河（叶尔羌河源、疏勒

河源、黑河源）以及怒江源呈显著增加趋势，雅鲁藏

布江源、黄河源、长江源和澜沧江源的变化趋势统计

上不显著。

河流输沙量的变化与气温、降水量、径流量的变

化密切相关，Spearman 检验结果显示 8 条河的输沙量

变化均与径流量变化显著相关，但输沙量和径流量与

气温和降水量的相关关系不尽相同，下文分 2 组情况

分别讨论。

（1）径流量和输沙量均显著增加的河流。包括叶

尔羌河源、疏勒河源、黑河源和怒江源，其冰川面积

占比分别是 9.62%、3.73%、0.44%和1.27%。径流量和

输沙量的变化通常和升温导致的融水增加以及降水量

变化相关。这 4 条河流除冰川面积占比最小的黑河源

外，其他 3 条河流的输沙量与气温均呈高度正相关。

叶尔羌河源由于年降水量非常少而冰川融水补给权重

很高，因此气温增加导致融水径流增加是其输沙量增

加的主要原因；疏勒河源输沙量的增加是气温增加导

表 2   8 条河流气温、降水量、径流量、输沙量的年际变化率及其显著性检验

流域 气温（℃/10 a） 降水量（mm/10 a） 径流（108 m3/10 a） 泥沙（104 t/10 a）

叶尔羌河源 0.29** 5.67** 2.34** 195.32*

疏勒河源 0.33** 10.20** 1.12** 43.82**

黑河源 0.34** 14.49** 0.48** 23.88**

雅鲁藏布江源 0.42** －2.94 －2.01 18.76

怒江源 0.41** －12.76 11.19 872.81**

黄河源 0.32** 1.73 －7.15 －98.24

长江源 0.36** 8.22* 4.75 －10.27

澜沧江源 0.53** －0.43 0.86 11.48

注：*表示在0.05水平时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时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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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融冰径流增加以及降水量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黑

河源由于冰川融水贡献较小，因此输沙量的增加主要

来自降水量显著增加的贡献；怒江源降水量变化不显

著，因此输沙量应该是受气温导致的融水增加的影响

呈增加趋势。

（2）径流量和输沙量无显著变化的河流，包括雅

鲁藏布江源、黄河源、长江源和澜沧江源，其冰川面

积占比分别是 1.17%、0.09%、0.80% 和 0.58%。与上

面 4 条河流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明显不同的是，这 4 条

河流输沙量与气温均不相关。其原因是冰川融水的补

给比例相对较小，因此升温对径流量和输沙量变化的

影响不显著。然而，除澜沧江源外，雅鲁藏布江源、

黄河源、长江源的输沙量均与降水量显著正相关，表

明这 3 条河流的输沙量主要受降水量影响，即随着降

水量的年际波动而变化，其中雅鲁藏布江源、黄河

源、澜沧江源由于近年来降水量的变化不大，因此其

输沙量年际变化亦不显著；长江源虽然降水量呈显著

增加趋势，但可能受流域内较大面积占比的湖泊、沼

泽、湿地的存储效应的影响其输沙量变化不显著。 

虽然随着气候变化对水循环进程的加剧，气温和

降水对河流输沙量的影响很大，但冰川、冻土、植被

等地表过程要素的变化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气

候变化背景下冰川、冻土、植被变化对河流输沙量变

化的多因素驱动机制仍有很多方面尚不明确，这也是

导致河流输沙量变化不确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将在

本文第 4 部分加以讨论。

4 青藏高原河流输沙量变化趋势的不确定性

随着全球变暖对高寒区水循环的加剧[18,19]，河流

输沙量受气候、水文、地表过程及人类活动等的影响

也在变化，并且其变化存在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

主要来自多影响因素正负反馈的平衡机制及其空间差

异性。

由于研究区位于河流的源区或上游，人类活动规

模较小因此暂不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图 4 展示了影

响青藏高原河流输沙量的多因素作用示意图，其中影

响河流输沙量变化的气候要素主要包括气温和降水，

地表过程要素主要包括冰川、冻土、植被覆盖、融冰

径流、融雪径流和降雨径流等。

气温增加导致冰雪融水增加、冻土退化。其

中，融水增加，一方面会增强侵蚀力[20]，另一方面

会通过与降雨洪峰的叠加增加水流的输沙能力。土

壤冻融，一方面通过季节性或日内的冻融循环影响

地表水热分布以及表土的可蚀性[21,22]，另一方面解

冻期间上层土壤的近饱和状态耦合下层低粗糙度、

弱透水性冻结层增加了发生严重水土流失的风险。

图 4    影响青藏高原河流输沙量变化的多要素作用示意图

气候要素

地
表
过
程
要
素

侵蚀量（物源）

河流输沙量

气温
降水

冰川
冻土

植被
融冰径流 融雪径流 降雨径流

径流量（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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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一方面通过降水强度变化影响对坡面土壤的

侵蚀和搬运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改变径流影响河道

泥沙输移能力，从而影响河流输沙量的变化[23]。气

温、降水以及冰川融水这些因素可以被认为是增加

河流输沙量的正反馈因素。而植被通常认为是减少

水土资源流失的负反馈因素：通过截留和改善土壤

入渗降低地表产流，通过对地表土壤的保护作用抑

制侵蚀量，从而减缓水土流失进程 [24,25]。在青藏高

原总体变暖变湿的背景下，植被覆盖总体趋好，但

个别地区也存在草场退化、土壤沙化的现象，因此

植被变化对青藏高原河流输沙量的影响尚未有全面

评价，这也是导致河流输沙量变化不确定性的主要

因素之一。此外，气候变化对冻土的影响以及冻土

对土壤水热及土壤可蚀性等的影响仍有很多方面尚

不明确。这些正、负反馈因素的变化及其平衡机制

的不确定性导致河流输沙量变化的不确定性。

河流输沙量变化的不确定性，同时受青藏高原内

部的气候格局及其水文和地表过程响应的空间差异影

响。例如，近几十年来，青藏高原总体呈变暖变湿趋

势[26,27]，升温导致冰川退缩[28,29]、冰川融水增加[30]及冻

土退化[31]等。同时，高原生态总体趋好，植被覆盖指

数呈增加态势[32,33]。然而，受印度季风减弱和西风加

强的影响，其内部的气候格局及其环境响应亦存在一

定的空间差异[1,27]。例如，降水量有北部加强南部减弱

趋势[27]，冰川在西风影响区多处于稳定或前进状态，

在季风影响区多处于稳定或后退状态[1]，河流径流量

呈中部增加、东部和南部减少趋势[27]；返青期除西南

部出现推后，其他地区呈提前趋势[34,35]。因此，了解

青藏高原河流输沙量的变化及其气候响应机制，还需

要考虑区域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

5 河流输沙量变化研究是青藏高原迫在眉睫
的科技任务

本研究选取青藏高原 8 条主要河流开展了输沙量

变化与趋势研究。这 8 条河流平均每年从青藏高原输

出的径流总量约为 1 179.2 亿立方米，输出的悬移质

总量约为 1.099 亿吨。近 50 年间，内流水系的叶尔羌

河源、疏勒河源、黑河源以及印度洋水系的怒江源径

流量和输沙量均显著增加；印度洋水系的雅鲁藏布江

源以及太平洋水系的黄河源、长江源和澜沧江源径流

量和输沙量无显著变化。这些河源区径流量和输沙量

的变化主要和升温导致的融水增加以及降水量变化相

关。通常认为气温、降水以及冰川融水是增加河流输

沙量的正反馈因素，植被是减少水土流失的负反馈因

素，而冻土对土壤水热和土壤可蚀性等的影响尚不明

确。这些正、负反馈因素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导致了

河流输沙量变化的不确定性。

变化环境下青藏高原河流泥沙的时空变化已经引

起一系列生态环境风险和问题，每条河流因其自然地

理条件的差异所彰显的问题亦有所不同，因此河流输

沙量研究是青藏高原迫在眉睫的科技任务。

（1）水土流失引起的土壤和草场退化。青藏高原

的土壤作为农牧业发展的基础，是当地人口赖以生存

的宝贵资源。然而，在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

下土壤发育较差、成土速率低、土层薄，水土流失将

加剧区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例如，近年来深受关注

的三江源草地退化问题，已有研究表明随着气候变暖

和过度放牧造成区域大面积草地退化[36,37]，表土流失

造成土壤贫瘠和岩石裸露[38]。雅鲁藏布江的“一江两

河”地区是我国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核心地区，同时

也是河流泥沙的主要源区[39]。由于河道侧蚀、沟岸扩

张及山洪作用等，区域内多地区的耕地呈遭受不同程

度的冲毁或淹没[40]，日益加剧的水土流失造成耕层日

趋浅薄、土壤肥力下降[41,42]。因此，为了区域的可持续

发展，通过河流输沙量变化研究水土流失变化态势和

驱动机制，有助于制定有效的管理措施，保障青藏高

原农牧民的生存发展空间。

（2）河道和水库淤积。青藏高原地势险峻，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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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降大，当水流继续向下游行进至较平缓区域时就会

发生沉积。河床泥沙淤积特别是洪水事件引发的大量

淤积会造成河床抬高、过水断面变窄，影响河道水流

输送及泄洪能力。以年楚河为例，河床淤积是近年来

频发的断流和洪水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发生在水库

上游的淤积还会影响水库库容和调蓄能力，年楚河流

域的多个拦河水库面临被泥沙淤满的危险[41]。其中，

贡嘎达然多水库因泥沙淤积，实际保障灌溉面积不足

控制灌溉面积的 1/5[40]。此外，河床沉积的大量泥沙还

是冬、春季多发的沙尘天气的主要源头。例如，雅鲁

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在枯水期水位下降后，河心滩、

河漫滩露出水面，以及两侧山体及阶台地上的流动沙

丘，在冬春季大风作用下，河谷地区形成沙尘暴，不

仅掩埋公路、农田、牧场，据报道还造成拉萨贡嘎机

场每年被迫间歇性关闭数十日[43,44]。因此，理解青藏高

原河流泥沙的时空分布特征，从而制定切实可行的水

沙管理调控措施，是有益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的有效科学手段。

（3）对水利工程安全的影响。河流泥沙是水利工

程建设及运行中必须考虑的一项重要指标，关系到防

洪、蓄水、河床冲淤以及水生生态等问题。青藏高原

的水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水电资源开发潜力。本文

涉及的 8 条河流源区向下游方向均有建成的或在建的

大坝电站，如：澜沧江在西藏境内规划的 6 座梯级电

站[45]，黑河干流黄藏寺—莺落峡河段规划开发的 8 座梯

级电站[46]，雅鲁藏布江在奴各沙站下游建成的藏木电

站以及在建的街需电站和加查电站等。这些水利工程

的安全运行不仅需要考虑当前的泥沙水平，还应该关

注气候变化下河流输沙量的变化，包括极端气候事件

下的泥沙输移、冰雪融水和降雨的季节差异导致的泥

沙在季节上的分布不均，以及在气候和地表环境变化

共同作用下的泥沙年际变化趋势等。因此，在青藏高

原开展气候变化对河流输沙量的影响是一项重要的研

究议题，可为应对未来气候变化下的水利工程安全运

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河流输沙量变化研究不可避免面临数据方面

的限制。① 世界许多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缺乏

河流含沙量的观测。而青藏高原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

口稀少，水文气象站点稀缺的问题更为突出。② 在大

多数情况下，针对河流泥沙只开展了悬移质含沙量观

测，缺乏对推移质输沙量的测量。尽管推移质通常被认

为只占总泥沙通量的 10% 左右，但对于高寒地区河流

悬移质与推移质输沙量比例的研究有限，这种缺测的影

响有待讨论。③ 长期的泥沙监测计划在世界许多地区

都较为缺乏，从而影响了输沙量变化趋势分析的可靠

性。因此，水文气象资料稀缺是认识青藏高原河流输沙

量变化及其影响的重大挑战。亟待通过进一步加强观测

与模拟研究揭示输沙量变化的复杂机理，为青藏高原水

土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下游的水安全管理提供科学依

据，服务于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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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betan Plateau is the source zone of major rivers, which provide water resources for more than 2 billion people 

downstream. Compared with runoff, riverine sediment load is considered as a more sensitive variable in response to climate an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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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process changes, and also as an important index to quantify regional land degradation and soil resource changes. In this study, 

8 major rivers originated in the Tibetan Plateau, including Yerqiang River, Shule River, Heihe River, Yarlung Tsangpo River, Nujiang 

River, Yellow River, Yangtze River, and Lancang River, were selected to study the variation of sediment load in the source zone or 

upper reaches. Firstly, the general amount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runoff and sediment load of these rivers were explored. Secondly, the 

changes of riverine sediment load in recent decades (1960–2017) were analyzed, with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sediment 

load compared to climate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land surface process (glacier, frozen soil, vegetation cover) factors. Thirdly, 

the uncertainty of sediment load variation associated with interaction of multi-factors was discussed. Finally, the significant impacts 

of sediment load variation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afety of hydropower projects was pointed out with typical cases. 

Nowadays, the scarcity of hydrometeorological data is a major challenge to understand the variation of riverine sediment load from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assess the impacts.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observation and modeling studies to reveal the complex mechanism 

of sediment transport changes,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downstream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o as to serve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Keywords    Tibetan Plateau, riverine sediment, changing trend, environment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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